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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 “电影学”项目 （Ｓ３０１０３）、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 （０９ＹＳ７２）研究成果之一。

“性别与影像：台湾女性电影与

跨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艳云

近十几年来，台湾女性影像呈现出强劲的势头，特别是纪录片方面，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女性创作者

和作品，在台湾本土、韩国、日本甚至是欧美都获得了较高的荣誉。但由于种种原因，台湾女性影像

与大陆的联系还比较零散，相关的研究还处于生长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台湾电影、对

华语电影的整体认知。

鉴于此，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至１２日，由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电影学、上海大学、台南艺术

大学、台湾女性影像学会主办，上海市影视文献图书馆协办的 “性别与影像：台湾女性电影与跨文化

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分学术研讨和影片观摩两部分。多位台湾女性导演和来自淡江大

学、台南艺术大学、台湾女性影像学会的专家，会同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影视

文献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近二十位学者，共同就女性影像中的

“女性身份、历史意识、影像传达”等关键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历史维度中的国族想象与性别再造

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历史影响下的产物。对台湾电影及台湾女性电影的考察，也必须将其置于历史

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中，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其衍变过程，进而形成全面而深入的判断。基于此，

不少学者对台湾影像的关注视角，首先投向了历史深处。台湾女性影像学会理事长、淡江大学大众传

播系副教授王慰慈女士梳理了台湾女性影展自１９９２年举办以来至今的１８年历程，指出：随着数字摄影

科技的革新和个人纪录片的兴起，台湾纪录片的女性创作者采取用摄影机自我拍摄的 “自拍”风格，

来叙说自己生命成长经验的问题。通过对 《是我吗／妈》、《Ｂｅ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云的那端》、《春天 －许金

玉的故事》四部纪录片细致的文本分析，她认为，一方面，女性创作者们在通过一个自白过程去完成

自我形象的认知，面对诸如 “回忆”和 “心理”等这些思想和情感的 “虚像”部分需要呈现的时候，

经常会借助变换人称来进行 “介入”与 “跳出”的转换，从而达到医治、疗愈自我创伤的可能性，同

时又能及时通过他者的角度来调整自我的位置，积极地参与到她所写作的形式中。另一方面，台湾纪

录片的女性创作者也通过一个 “故事”再造，一个自创的世界，来赋予她生命的意义。这使得整个的

书写过程非常富有美学意义和创造性，影像也因此变得更加自由与多元化。

同样是对历史的回溯，上海大学的陈犀禾教授则将目光转向了更加深远的当代台湾电影对国族的

想象和身份的表达，以此来对台湾女性影像进行回应。在陈犀禾教授看来，电影这一大众文化载体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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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了台湾人的共同价值和情感，人们可以通过电影这一载体，透视台湾人的国族想象。从这个角度来

讲，六十年的台湾电影不但在工业和美学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所传达的国族想象和认同也发生了

深刻的蜕变，并鲜明地折射出社会、政治和历史所施加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的压力。为此，陈犀禾教

授结合台湾六十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巨大的变化，从国族想象的角度，将台湾电

影分为 “大中华情结”、“本土意识”、“族群撕裂”三个不同的时期，并详细分析了每个时期代表性的

导演及其作品，最终对台湾电影中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身份问题做出了回答。

在电影与历史的互动中，影像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嬗变纪录了电影演进的足迹，也折射出整个社

会的时代脉络。南京师范大学孙慰川副教授在 《驱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阴霾———论当代台湾电影中女

性形象的嬗变》中指出，当代台湾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被刻意歪曲到被努力还原，继而被

深度探究的递嬗过程。２０世纪６０至７０年代，台湾电影里的女性形象被矮化、边缘化和色情化。８０年

代，大胆反抗男权、走向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登上银幕。９０年代以来，女性形象更趋多元化；在酷儿

理论的影响下，女同性恋者的形象被正面书写。从总体上看，这一过程是当代台湾电影与菲勒斯中心

主义艰难博弈的过程，它不仅从一个侧面纪录了当代台湾电影演进和发展的足迹，而且也折射出当代

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从专制走向民主，从男权至上走向两性平权的历史轨迹，并且反映出性别政治、

两性关系、审美理念等多个领域的时代脉动。上海大学的王艳云博士则从李行、侯孝贤和李安电影对

大陆空间及其女性形象的文化想象出发，对台湾电影中的 “中国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

他们借助对大陆空间及其女性形象的想象，表达出对 “大中华文化”的寻根意识，形成了共同的积极

的文化认同。但是，由于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这种趋同化的中国性想象内部又有着鲜明的差异。

如果说李行电影的中国性是同质化的、单一的话，那么，侯孝贤和李安电影中的中国性则是异质化的、

多元的。换言之，李行对故国中原及其贤淑女性的刻画，近乎一次寻根祭祖与身份追忆，而侯孝贤和

李安对现代上海及其魅惑红颜的叙述，则更多呈现一种寻根漫游和文化再造的意味。

不同于其他学者宏观的历史分析模式，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族志纪录片导演

胡台丽的历史意识则体现在作品内部。胡台丽研究员凭借其长期从事民族志纪录片摄制工作的女性人

类学者的身份，累积了许多特殊的观察与体验。通过 《穿过婆家村》、《爱恋排湾笛》、《石头梦》三部

民族志纪录片，她指出正是在历史与社会变革的整体构架中，台湾四代女性的意识、地位和精神特质

才发生如此巨大的衍变，同时也试图借此来说明，女性导演在摄制民族志纪录片时如何展现自身与被

摄女性的观点，以及如何在较整体的两性互动世界中提出文化诠释。

文化经验中的女性诠释与同性书写

性别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化经验的不同。对于女性影像而言，其作品内容、创作思维、

影像风格和影响维度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自在的独立性。因此，从文化经验的角度来阐释台湾女性

影像成为与会学者的另一个兴趣点。

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艺术管理所副教授、电影导演黄玉珊重点就九十年代以后的台湾女性电影中的

历史意识与离散经验为主要内容，深入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从个人和同年代几位女性导演的作品

出发，认为女性影像对历史书写的关注以及女性在历史中的现身，不仅是关乎新的史料的挖掘和阅读，

更提供了全新的阅读政治、家国、性别的诠释方式。对于女性影像中的离散经验，黄玉珊导演指出，

这种经验表现在前辈和当代华人女性艺文创作者身上和作品中特别显著，甚至成为影响其创作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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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元素。女性 “离散”状态与 “游学”、“出走”、“移民”、“流浪”、“放逐”及 “旅行”等行为互

为转换。面对女性的精神和身体的压抑状态，即使在描述现代社会的台湾妇女处境，仍摆脱不掉那由

“离散”所带来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而再度选择逃离或放逐的路径。在对女性影像中的文化经验进行

深入考察之后，黄玉珊导演继续抛出尖锐的看法，她说即使女性影像近几年得到发展，但回到社会中

来，还是要面对更多的现实问题。她试图通过展现女性影像生存的一个现况，让更多的人去思考。

女性文化经验的丰富性促使研究者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林少雄教授以纪

录片 《跳舞时代》为例，重点探讨了女性经验与特殊历史、光影书写与叙述历史的应然性与实然性之

间的关系。通过 《跳舞时代》中女性视角对历史影音呈现的意义，他指出正是由于女性对声音敏感的

优势，影片才呈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即为声音立传。在此意义上，他提出 “女性述史”的可能

性。他认为，由于技术进步、地位变迁、性别优势、身份转换、灵性内视等因素，中国女性必然会从

传统的被书写者的身份，转变为书写者的身份。女性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亲历者，又是历史的书写者。

这点在女性影像中，尤其明显。

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台湾女性影像系列往往会凸显出一部分有着特殊文化经验的女性，这

其中就包括一些精英女性和受难女性，她们被赋予了不同的族群诠释和历史承载。正如台湾作家、影

视制作人、导演蔡秀女女士的纪录片 《世纪女性》系列中那样，她将叙述对象集中为历史女性中的精

英女性和受难女性两类，通过对她们生命历程的回访与追溯，来认识和呈现她们的身份及其文化经验。

蔡秀女特别指出，虽然两类女性的历史身份截然不同，但是在纪录片中的女性身份却因为历史背景、

成长经历、生命追求等原因呈现出许多共通之处。台湾女性影像学会秘书长、淡江大学讲师游婷敬女

士则对 《海燕》、《春天许金玉的故事》中的受难女性影像提出自己的认识。她认为这两部由女性导演

的以台湾 “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为题材的纪录影像创作，再现了女性的受难经验，同时也再现了女

性刚强的背影，而这个背影有两个，一个是摄影机前的女性，一个是摄影机后的女性。摄影机前的女

导演透过纪录影像的虚构与纪实，观点的诠释与再现，凸显了台湾女性在政治动荡时代受难女性的影

像历史，摄影机后的女性则以传记式的影像书写，凸显为在政治迫害中坚强的女性身影与典范的象征。

近年来，台湾女性影像在书写女性文化经验时，大胆突破原有的疆界，相当一部分创作者都将目光

对准了同性恋题材，在唯美的情感想象，或者奇观化的身体展示中，多元化地认识自我、寻找自我。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教授程波把近年大陆与台湾地区女性导演的同性恋题材的作品，放到两岸同性恋

题材电影创作传播的语境中进行比较研究。他特别提出，大陆的同性恋影像是一种地下的、先锋的策

略性想象，而台湾女性同性恋影像经验则走向了主流、时尚，甚至是类型化叙事的可能。同样，大陆

的同性恋经验是犹疑的，抽离了社会文化背景的个体式的，是伪纪录片式的叙事片，而台湾则保持了

广泛的社会关系，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戏剧性结构。与程波跨地域的视角不同，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

学系助理教授陈明珠则侧重于强调同性书写与在地性符号之间的关系。她通过分析台湾２０００年后新生

代剧情片女导演如何将同志故事的镜头书写与台湾特有的在地人文扣联，探讨女导演们如何透过镜头

再现出台湾同志文化中一种在地性论述的操演，以期寻找性别他者与在地性影像二者之间的呼应与对

照意涵，及其碰撞出的性别身份与权力的反思。

比较视野中的理论反思与影像创作

作为一次跨文化的影像交流，比较性的分析视野对于台湾女性影像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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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的金丹元教授和刘海波副教授就是站在比较的立场上，对大陆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进行了

理论性的反思，对台湾女性影像进行了一次跨地域的回应。金丹元教授通过对文革电影，特别是电影

中的女性形象的重新认识，建立起对当下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积极意义。他认为文革电影中

出现了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和异化，很显然政治霸权要比男权更为致命，而现代影像中的女性形象又往

往表现为被男性看的客体，强化了对男性色情眼光的迎合，同样是另一种否定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极

端。因此，艺术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女性形象也应能反映真实的生活和人性；唯其如此，女性的主

体意识、人格尊严和独立精神，才会被得以真正的认同，并显现其现代性价值。刘海波则针对当代几

部大陆女性主义电影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症候———矛盾、局限和左右摇摆，对女性主义本源性问题进

行了思考。由于不同的女性主义者对女性诉求的理解各不一致，对导致女性主体性丧失的原因也归结

不同，更对女性主义的努力方式和方向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了女性主义内部的自我冲突。他认为，女

性主义批评并非女性文本的教师爷和裁判长，相反，女性文本常常给女性批评带来启发，引导女性批

评的理论探索。

同样是比较的视野，英国伦敦大学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Ｃｏｌｌｅｇｅ？硕士林惠满女士选择了后现代理论家 Ｂａｕｄｒｉｌ

ｌａｒｄ，Ｆ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ｏｎｅ的理论，来诠释颜兰权与庄益增的作品 《无米乐》，以期说明随着数字媒体在九十年

代普遍盛行，尤其是计算机科技和 ＤＶ在台湾随手可得，女性影像创作者较容易创作影像并参与竞赛，

这种现象甚至可以预示出独立制片的未来。

在以上这些富有创见性的理论性文字之外，本次会议还奉献出三篇精彩的有关影像创作的报告。

三部影片的导演都用温暖细腻、生动形象的语言讲述了他们的创作理念、拍摄思路和心路历程，引导

我们走进一个纪录片的影像世界。大叶大学视觉传达设计学系助理教授、纪录片导演李靖惠针对其作

品 《女性家国四部曲》，作了名为 “女性·老人·纪录片”的报告，和与会者分享了她个人的创作心得

报告，包括对创作过程与创作结果的思索，对作品美学形式与特色的探索，同时也希望读者能够了解

她多年来所关注的社会议题与所关怀的族群。来自上海同济大学的讲师、纪录片导演黎小锋、贾恺，

分别讲述了他们两人在合作纪录片 《我最后的秘密》的过程中，因为性别差异的问题，而导致的在影

片视角、主题、时间及结构问题上的分歧及磨合。正如他们所说，可能这种双重视角下出来的结果既

是他们的优点，也正是他们的缺点所在。两人真诚的创作态度引起了在场学者的共鸣。自由影像纪录

工作者周旭薇女士则通过作品 《花好月圆》的创作历程，交流了她对于女性在传统婚姻中所扮演的角

色、女性和家庭暴力的关系、传统文化和父权社会对现代暴力的迷思、台湾女性导演在当前短片创作

的空间及处境、台湾生活习俗和文化规范下的女性生活经验等问题的看法。

作为本次会议的另一板块，主办方还组织了影片放映和与导演座谈的活动，数十部优秀的女性电

影与大陆观众进行了亲密接触。这些影片包括曾文珍导演的 《春天，许金玉的故事》、周美玲导演的

《刺青》、吴汰?导演的 《再会吧，１９９９》、周旭薇导演的 《家好月圆》、姜秀琼导演的 《艾草》、许慧

如导演的 《杂菜记》、胡台丽导演的 《走过婆家村》、陈怡君导演的 《苦力艺术家》、黄玉珊导演的

《南方纪事之浮世光影》等。影片的放映和深入的交流，再一次拉近了大陆与台湾女性电影的距离。对

于台湾女性影像的传播以及台湾社会文化的交流，使得本次会议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实现了跨越性别与

文化的差异，构筑互动与合作的平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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